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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理性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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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典劳动力流动理论以完全理性为假设前提，难以准确分析当前我国存在的“盲流”“回流”等劳动力流 

动“异象”问题。通过对劳动力流动现状与传统理论之间的冲突进行分析，得出造成劳动力流动异象的原因在于 

劳动者的有限理性。劳动者的有限理性造成预期成本和收益与实际不符，进而影响劳动力的流动决策，当预期净 

收益现值与实际净收益现值异号时，劳动力流动“异象”便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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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流动理论源于刘易斯，后经费景汉、拉尼 

斯的发展，形成经典的刘—费—拉二元经济模型 [1, 2] 。 

该模型认为，在二元经济体系中存在传统部门和现代 

部门，劳动力流动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传统部门生产率 

偏低，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表现为工资收入的差距。托 

达罗 [3] 提出农村劳动力是否向城市流动与预期收入有 

关。他认为只有当预期城乡收入差距的净贴现值大于 

零时，农村剩余劳动力才会向城市转移；相反，当这 

个值小于零时，劳动力则会从城市流回农村。这些经 

典理论基于完全理性的假设，该假设隐含地认为当劳 

动力从一个行业或地区流动到另一个行业或地区,在 

此后的较长时间内就不再流动了 [4] ，劳动者的流动是 

合理的。因此经典理论研究范围集中于合理的劳动力 

流动，对非合理流动造成的劳动力流动“异象”并没 

有涉及，难以准确的分析当前我国存在的“盲流”“回 

流”等劳动力流动“异象”问题。劳动力流动理论与 

现实存在一定的背离，劳动力流动现状向经典理论提 

出了挑战。产生劳动力流动“异象”的主要原因是流 

动决策错误，流动决策是否正确主要与预期是否合理 

有关 [3] ，人的有限理性决定了不合理预期的产生 [5] 。 本 

文基于劳动流动“异象”与传统理论的矛盾冲突，着重 

于有限理性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机理加以研究。 

一、劳动力流动“异象” 

（一） “盲流”现象 

“盲流”指的是劳动力盲目流动。据统计，1961 

年社会上的盲目流动人员中农民占 69%，城镇居民占 
8.5%，下放职工占  2.8%，学生占  6.1%，游民小偷占 
11.2%，其他占  2.3%，这些盲目流动人员以安徽、河 

南、河北、山东、江苏省为最多。造成这种现状的主 

要原因有很多，但集中于灾荒严重以及知识水平有限 

造成的盲目跟风。1950 年的淮河流域和 1954 年长江 

全流域的大水、50年代末持续三年的水旱灾害造成全 

国成灾面积的比重最高时达到  68.6%，最少时也达到 
25%。由于工作中的失误或救济不及时，使得灾区农 

村劳动力大量外流。还有一部分农民听信东北、西北 

等地钱好赚，因而不安心在家务农，纷纷外出打工。 

由于自身水平有限，他们流动到城市以后一般无长期 

正式工作，也非城市企事业单位雇佣的合同工，其生 

活无可靠来源， 甚至有一部分人员以乞讨和流浪为生， 

成为政府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大量人口集中到大城市 

和工业建设重点区域，增加了当地交通和社会综合管 

理成本，严重冲击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影响了一些区 

域的社会稳定，致使治安恶化和严重刑事犯罪剧增， 

对当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问题。依据传统 

理论，劳动者做出流动决策是基于改善自身的经济地 

位，兼顾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 “盲流”也属于劳 

动力流动的一种，但并没有改善劳动力自身的经济地 

位，还损害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 

（二） “回流”现象 

“回流”指的是劳动力在很短的时间里，快速的 

从一个地方流走又流回。从 2010年下半年开始，由于 

一线城市高房价、高物价、限购等生活压力持续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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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深，回乡安放青春”的口号愈喊愈烈， 

截止到 2010 年底，有 54.7%的 80 后选择逃离一线城 

市，到二三线城市寻找工作。据智联招聘网站的数据 

显示，从 2010 年 7月份到 2011年 1月份，求职者选 

择北京的比例从 13%下降到了 12%，选择上海的比例 

从当初七月份的 9%下降至 8%，广州的下降幅度也类 

似， 而选择南京的比例从 6%增加至 6.3%， 成都从3.1% 
增加到了  3.4%，选择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比例在减 

少，而选择二三线城市，尤其是重点二线城市的比例 

在增加。但是，一年以后， “逃离北上广深”的浪潮还 

未散去，大学毕业生“重返北上广深”的话题又引发 

了社会各界的热议。 这种大批量劳动力的快速 “回流” ， 

一方面增加了劳动者本身的心理负担和经济成本，影 

响了其生活水平； 另一方面对当地就业市场产生压力、 

破坏了当地的资源配置，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这与传 

统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在较长时间内不再流动是相悖 

的。 

（三） “滞流”现象 

“滞流”与“流动”是相对的，指的是劳动力不 

流动的现象。这种现象主要集中于我国的农村，目前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尚缺可靠的统计，据相关学者 

估计，目前农村约有 1亿—1.2亿剩余劳动力。其中，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构成主要以中年以上的劳动力为 

主，约占农村劳动力的 16%，并且多以农业剩余劳动 

时间的形式存在。与我国农村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 

相对的是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带出现“民工荒”现象， 

而且这种现象愈演愈烈。 主要原因是发达地区的企业， 

特别是外资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招工需求主要集 

中于年轻劳动力，而且偏重女性。通过层层筛选和淘 

汰，能符合企业要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有限的，不 

符合的占绝大的比例。一方面，大量存在的剩余劳动 

力制约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工业部 

门通过提高工资水平依旧不能得到合适的劳动力供 

给。劳动力剩余与短缺并存，这种现象与传统理论提 

出的只要存在利益位势差就会引起农村剩余劳动力向 

城市转移直到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是冲突的。 

传统的劳动力流动理论单纯分析劳动力的合理流 

动，而我国目前既存在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也存在与传 

统理论相悖的劳动力流动“异象” 。理论与现实之间的 

矛盾冲突，使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缺乏理论依据，同 

时劳动者也无法清楚的了解如何尽量规避不合理流 

动，会造成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异象”长期存在，制 

约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阻挠了我国的经济发展。 

因此，分析劳动力流动“异象”产生的根源，从而规 

避“异象”的产生势在必行。 

二、劳动力流动决策过程中的 

有限理性 

西方经济学中所假设的理性人，就是个人、企业、 

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合理利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追求自 

身效用的最大化。但是赫伯特•西蒙认为，这种对理性 

的定义是有缺陷的。他指出，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 

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人认知能力和计算能力的 

有限性， 使得经济行为者不可能掌握全部的备选方案， 

进而造成人不能把所有的价值统一于效用价值， 因此， 

人是有限理性的 [6] 。有限理性包括“理性不能”和“理 

性不为”两种 [7] ，在劳动力流动决策过程中，这两种 

在哪些方面表现出有限理性，下面着重于对其加以研 

究。 

（一） “理性不能”在劳动力流动决策过程中的 

表现 

“理性不能”是指：个体由于认知能力的限制， 

加上外界环境不确定性的约束，个体虽欲达到完全理 

性，但却力不能及，这就是“理性不能有限理性” [7] 。 

人的认知能力有限和外界环境不确定性是造成“理性 

不能有限理性”的最重要原因。人的认知能力包括人 

的感觉、知觉、注意、记忆、情绪等，由于其固有局 

限，造成人知觉出现偏差、接受信息有限、情绪出现 

偏差以及偏好有差异等；外界环境不确定性造成环境 

复杂化和信息海量化。 

劳动力流动的成本—收益分析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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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 代表劳动力流动的净收益现值；Bjt 指的 

是在 t 年内从新工作(j)中所获得的效用；Bot 指的是在 
t年内从原来的工作(o)中所获得的效用； T为在新工作 
j 上预期的工作时间（用年计量）；C 为流动过程中所 

造成的效用损失（包括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r为 

贴现率 [8] 。当劳动力流动的净收益现值大于零时，劳 

动者就做出流动决策；反之，净收益现值小于或等于 

零，则劳动者做出不流动决策 [9−11] 。 

目前我国缺乏系统的劳动力供求信息发布机制, 
再加上环境复杂化和信息海量化，信息传递迟缓、覆 

盖面小、范围窄，劳动力获取信息较少。同时，由于 

人脑生理结构的限制，人类接收信息的能力有限，接 

受信息少。劳动力在进行决策时，由于信息不全而只 

能考虑一部分的成本和收益。再加上人考虑问题出现 

的情绪偏差、知觉偏差和偏好偏差等，考虑到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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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收益会受到情绪、知觉和偏好的影响而产生系统性 

的偏差。那么，由于劳动力的“理性不能”造成Bjt、 
Bot和C与实际不符， “理性不能”在劳动力流动中表现 

可以用图1表示。 

图 1 “理性不能”在劳动力流动决策中的表现 

（二） “理性不为”在劳动力流动决策过程中的 

表现 

“理性不为”是指：在有些情况下，即使个体认 

知能力可以实现完全理性，外界信息是完全的，但是 

决策者为了提高决策效率、节约心智资源而选择采用 

有限的理性，利用自觉推理、采用各种启发式等，希 

望能够以最少的付出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这就是 “理 

性不为有限理性” [7] 。特沃斯基和卡尼曼 [12] 指出，决 

策者通常会采用低成本的、 简单的启发法来做出决策， 

这些决策方式往往会导致可得性偏差、代表性偏差、 

锚定与调整偏差以及框定依赖等系统性偏差。 

“理性不为”在劳动力流动决策过程中的表现分 

为两个方面：①“理性不为”导致预期成本和收益与 

实际成本和收益不符。由于未来工作的经济和非经济 

收益是预期值，以及流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心理成本的 

度量具有困难性，劳动力在衡量这些成本和收益时， 

往往依据“经验法则” ，根据一个客体或事件在知觉或 

记忆中的可得性程度或者相似的事务来评估产生可得 

性偏差、代表性偏差等偏差，从而造成Bjt、Bot和C与 

实际成本和收益不符。②“理性不为”导致预期净收 

益现值出现偏差。从劳动力流动的成本—收益分析模 

型中可以发现，在计算净收益现值时，需要把成本和 

收益用统一的度量单位—效用来衡量。由于缺乏一个 

客观、实际的测度标准，结果往往与实际不符。另外， 

在计算净收益现值时需要把未来几年的收益差值计算 

为净收益现值，算法过于复杂，工作量大而繁琐。同 

时，我国劳动力流动人群中有一部分为农民，他们教 

育程度偏低。面对这样的问题，个体的理性肯定是有 

限的，从而造成预期净收益现值Y出现偏差。“理性不 

为”在劳动力流动中表现可以用图2表示。 

图 2 “理性不为”在劳动力流动决策中的表现 

三、劳动者的流动决策行为分析 

（一）完全理性条件下劳动者的流动决策行为 

分析 

劳动者的完全理性包括以下隐含内容：①不存在 

不确定性，即使存在不确定性，劳动者也可以预知不 

确定性的概率分布；②劳动者具有可以确定的效用函 

数，同时具有同质性以及一致性的偏好体系；③劳动 

者具有完备的计算和推理能力；④劳动者可以设计出 

所有的备选方案以及精确预测各项方案所产生的后 

果；⑤劳动者可以确定地赋予每项行为结果一个具体 

的量化效用；⑥劳动者可以实现效用最大化。在上述 

条件下，劳动者总是在合理的做出劳动力流动决策， 

能从所有可能的行动中选择最好的一种，劳动者的决 

策永远是准确无误的。因此，Bjt、Bot和C与实际是相 

同的，同样的由于完备的计算和推理能力，净收益现 

值Y与实际也是相同的，劳动者根据净收益现值做出 

的决策是正确的，劳动者是否流动都是合理的。完全 

理性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如图3。 

图 3  完全理性对劳动力流动决策影响的机理分析图 

（二）有限理性条件下劳动者的流动决策行为 

分析 

由于有限理性分为“理性不能”和“理性不为” 

两种，因此在对有限理性条件下劳动者的流动决策行 

为进行分析时，需要从“理性不能”和“理性不为” 

两个方面加以研究。 
1.“理性不能”条件下劳动者的流动决策行为分析 

劳动力流动决策中“理性不能”使得 Bjt、 Bot 和 C 
与实际不符，进而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净收益(Bjt−Bot)， 

造成劳动力流动的净收益现值 Y可能会出现偏差，从 

而影响劳动者的流动决策行为。由于从事原有工作(o) 
时间较旧， 为了证明的需要， 假定 Bot 与实际相同。 “理 

性不能”条件下劳动者的流动决策行为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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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t预≠Bjt实，C预≠C实， 
Y与Bjt正相关，与C负相关 

∴Y预与Y实的关系为：Y预＝Y实或Y预≠Y实 

∴当Y预＝Y实时，劳动者决策正确，即合理的劳动 

力流动。 

∵当Y预≠Y实时，Y预与Y实的关系为：Y预与Y实同号或 

者异号 

若Y＞0，则劳动力流动；若Y＜0，则劳动力不 

流动。

∴当Y预与Y实同号时，劳动力流动的决策正确；当 
Y预与Y实异号时，劳动力流动的决策错误。 

∵当Y预与Y实异号时，有两种情况：Y预＞0，Y实＜0； 
Y预＜0，Y实＞0 

“盲流”“回流”是Y预＞0，Y实＜0；“滞流”是 
Y预＜0，Y实＞0 

∴当 Y 预＞0，Y 实＜0时，“盲流”“回流”异象 

产生；当 Y 预＜0，Y 实＞0时，“滞流”异象产生。 
2.“理性不为”条件下劳动者的流动决策行为分 

析 

与“理性不能”相同的是， “理性不为”同样使得 
Bjt、Bot 和 C与实际不符，间接影响劳动力流动决策行 

为。除此之外， “理性不为”造成预期净收益现值  Y 
出现偏差，直接影响劳动力流动决策行为。同时，在 

分析“理性不为”条件下劳动者的流动决策行为时， 

仍然假定  Bot  与实际相同。由于与“理性不能”证明 

过程相类似，此处不再证明。 “理性不为”对劳动力流 

动决策影响的机理分析如图 5所示。 

通过有限理性和完全理性条件下劳动力流动决策 

行为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利用有限理性分析 

劳动力流动并非全盘否定传统的完全理性，而是放大 

了传统理论的研究视角。有限理性下的劳动力流动理 

论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将劳动者是完全理性的假设 

更改为有限理性，使其既能分析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又 

能分析非合理流动造成的劳动力流动 “异象” ，提高了 

劳动力流动理论的解释能力。 

四、结论 

我国劳动力流动存在“盲流”“回流”和“滞流” 

三种“异象” 。本文从有限理性的视角对劳动力流动决 

策行为进行了分析，解决传统理论的研究视角中只能 

解释劳动力合理流动而不能解释“异像”流动的矛盾， 

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异象”流动归集到一个框架 

中研究分析，并作出合理解释。劳动力流动存在“异 

象” 的原因在于劳动者的有限理性。 有限理性包括 “理 

图 4 “理性不能”对劳动力流动决策影响的机理分析图 

图 5 “理性不为”对劳动力流动决策影响的机理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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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能”和“理性不为”两种。在劳动力流动决策中， 

“理性不能”影响劳动者对预期成本和收益的判断， 

并使其相对于实际出现偏差； “理性不为”则不仅造成 

预期成本和收益出现偏差，更影响净收益现值。而预 

期成本和收益决定净收益现值的大小，直接影响劳动 

力的流动决策。当预期净收益现值与实际净收益现值 

异号时，劳动力流动产生就产生“异象” ；当同号时， 

为合理的劳动力流动。对于在劳动力流动决策中如何 

规避有限理性造成的偏差则是以后需要继续研究的重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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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bounded rationality on 
labor flow decision­making 

YUAN Leping, WANG Liruan, LI 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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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lassical  labor  flow  theory  i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perfect  rationality,  which  cannot  acutely 
analyze  the heteromorphism problem  in present Chinese  labor  flow  such as  “unemployed migrant people”  and  labor 
backflow. The theory deviates from the realit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onflict between current situation of labor flow 
and  traditional  theory,  we  conclude  that  bounded  rationality  leads  to  heteromorphism  problem.  So,  we  analyze  the 
process  of  generation  of  labor  flow  decision­ma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unded  rationality.  The  bounded 
rationality  cause  the  expected  costs  and  benefits  do  not  match  with  the  actual,  which  would  affect  labors’ 
decision­making for flow. Labor flow heteromorphism occurs when there is an opposite sign between the present value 
of expected net income and the present value of actual net income. 
Key Words: bounded rationality, labor flow decision­making, labor flow heteromorp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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